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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學校依附脈絡因子對台灣青少年 

憂鬱症狀發展之縱貫研究 

劉宗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江守峻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學位學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國三至高二憂鬱症狀的長期發展變化，並釐清不同依附 

關係（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學校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研究對象

為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中 2002年國中三年級青少

年，並持續追縱之後兩年的憂鬱症狀發展情形。資料分析以潛在成長曲線模式為主。 

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起始值和成長變化情形存在個別差異。其次，

國三時憂鬱症狀程度較高的青少年，整體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慢；而國三時憂鬱症狀

程度較低的青少年，隨後時間內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快。最後，青少年的憂鬱症狀 

在高一時急遽成長，持續上升至高二。在依附關係上，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對青少年

憂鬱症狀較具影響力，同時影響憂鬱症狀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而父親依附只影響 

憂鬱症狀起始狀態、母親依附則對憂鬱症狀沒有顯著影響。基於研究結果，本研究對

教育工作和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青少年；依附；潛在成長模式；憂鬱 

緒 論 

關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縱貫研究，外國已累積相當多資料（Agerup, Lydersen, 

Wallander, & Sund, 2015; Boutelle, Eisenberg, Gregory, & Neumark-Sztainer, 2009; Bran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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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e, Frijns, & Meeus, 2010; Brière, Pascal, Dupere, & Janosz, 2013），但台灣仍多半以 

橫斷研究來了解青少年憂鬱症狀或其帶來的行為影響，例如偏差行為、人際困難、 

課業影響、親子問題等（王齡竟、陳毓文，2010；黃昱得，2014；Oldfield, Humphrey, 

& Hebron, 2016）。但這類研究的限制在於無法從縱貫的角度看到青少年憂鬱症狀的 

長期發展。 

目前，少數學者調查憂鬱症狀的長期發展趨勢（吳中勤，2015）、憂鬱症狀與 

偏差行為的關係（賴慧敏、鄭博文、陳清檳，2017），以及相關保護或危險因子與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關係，例如父母親的嚴厲教養、低親子關係、自尊等（吳齊殷、 

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進一步來說，黃鈺婷（2011）發現學校依附對憂鬱

沒有顯著影響，但同儕關係對憂鬱的長期發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吳齊殷、黃鈺婷 

（2010）則指出低親子關係滿意度會令青少年憂鬱情況逐漸攀升。上述研究顯示， 

目前尚沒有針對不同依附關係對憂鬱症狀長期發展變化影響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嘗試

以這樣的角度探討青少年時期的支持系統（包括父母、同儕和學校環境）對青少年 

不同時期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程度，期望以宏觀角度提供助人工作者、教育單位和 

相關決策者更多資訊，以擬定適切的青少年憂鬱症狀介入和處遇策略。 

青少年憂鬱一直是令人關注的議題，主要原因在於青少年時期對心理疾病的易感

程度高於成人時期；研究亦證實青少年時期是許多心理疾病的第一次發作期，而且 

青少年時期即出現心理疾病者，不論是在學業、工作、人際或生活品質上，疾病對 

將來的影響程度愈大（Wickrama, Conger, Lorenz, & Jung, 2008）。雖然如此，青少年

憂鬱症狀卻很容易被忽略，主要跟青少年特有的生理發展特徵有關，包括情緒起伏和

衝動行為易使周遭的人誤將其憂鬱症狀視為青少年尋常的情緒表現；長期忽略的結果

可能使憂鬱症狀惡化，影響到成人時期的各個生活層面。因此，從預防角度來看，若

父母、老師及心理專業人員能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更多了解，釐清保護及危險因子

對不同時期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程度，愈有可能協助憂鬱的青少年度過困境，

不致走向父母、學校、同儕和整個社會面臨青少年因憂鬱而自殺的無助情況。 

關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保護因子，可分為生理遺傳和環境因素，其中環境 

因素又可分為家庭及學校環境兩大因素，前者主要是指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而後者

則包括同儕關係和學校支持。青少年階段是發展獨立自主的重要時期，與父母及同儕

關係的品質更是青少年發展獨立自主的重要支持來源。亦即是說，青少年一方面在 

人際關係中學習自我肯定、發展自主性，另一方面學習在表達自我時仍能與父母及 

同儕維持良好親密的人際關係（Kobak & Ferenz-Gillies, 1995; Kobak, Sudler, & Gamble, 

1991）。當這兩種關係出現問題，青少年的發展受到干擾，憂鬱症狀就容易產生（Coyne, 

1976）。隨着青少年成長，學校因素對青少年的影響力較以往大，因此青少年是否 

感覺獲得學校支持，對學校有認同和歸屬感，進而對學校有情感連結的依附關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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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重要因素（Kuperminc, Leadbeater, & Blatt, 2001; Loukas & 

Robinson, 2004）。 

綜合上述，本研究嘗試以縱貫角度來了解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趨勢，同時釐清

在憂鬱症狀發展過程中，父母、同儕和學校與青少年不同時期憂鬱症狀程度的關聯。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二： 

1. 了解青少年從國中三年級（下稱國三；國一、國二同此理）至高中二年級（下稱

高二；高一、高三同此理）憂鬱症狀的長期發展變化為何？ 

2. 了解青少年在不同時間點（國三逐年至高二）的憂鬱症狀與對應的父母依附、 

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的關聯為何？ 

文獻探討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特徵和長期發展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特徵 

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涵蓋諸多面向，對個體發展有重要影響。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五版，憂鬱症診斷標準包括沮喪心情或是原本有興趣的事物變得沒有 

興趣、食慾和睡眠改變、自我感低落、易有罪惡感、記憶及專注力下降，甚至出現 

自殺念頭。當青少年出現憂鬱症狀，亦會出現上述症狀，但其表徵有特殊性，可從 

認知、情緒和行為三方面談。在認知上，青少年有一定成熟程度，因此較兒童更有 

能力描述內在狀態，對無望感、罪惡感、自我批評這類想法更能正確表達。在情緒上，

青少年感知度強，情緒起伏較成人快速且短暫，因此出現憂鬱情緒時，容易被誤解成

過度敏感。自從 Hall（1904）提出青少年處於風暴期，一般大眾對青少年的認知都 

停留在情緒起伏大、易衝動，對青少年的憂鬱情緒表現易歸因為正常表現，忽略了 

憂鬱的可能性，導致太晚介入而發生青少年自殺的悲劇（Davaasambuu, Phillip, 

Ravindran, & Szatmari, 2019）。 

另外，研究顯示，青少年時期的憂鬱症狀表現亦可能是其他心理疾病造成，因此

青少年出現脾氣暴躁、失眠等行為時，可能是憂鬱症狀，又可能是其他心理疾病的 

症狀，因此謹慎分別這些症狀有助及早給予青少年適當協助（Harrington, 2004）。 

青少年憂鬱症狀長期發展 

調查發現，愈早出現憂鬱症狀的青少年，一年後仍有相當高的憂鬱情緒，更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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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至成年時期（Ssegonja et al., 2019）。長期追蹤亦發現，青少年時期出現憂鬱， 

即使只是輕微症狀，平均約有 30–45% 在成人時期出現憂鬱症狀（Cohen, Cohen, & 

Brook, 1993）。這些研究說明了憂鬱是長期的慢性病，個體若在青少年時期出現憂鬱

症狀，復發的機率遠高於青少年時期沒有憂鬱症狀的人（Hill, Pettit, Lewinsohn, Seeley, 

& Klein, 2014; Musliner, Munk-Olsen, Eaton, & Zandi, 2016）。 

至於青少年在不同年齡層是否憂鬱症狀發生的比例有不同呢？Tang, Tang, Ren, & 

Wong（2019）的調查則發現青少年有憂鬱症狀的盛行率為 24.3%，且青少年年齡愈高

時，其憂鬱症狀會顯著提高。台灣的調查研究則顯示，青少年從國一至國三有憂鬱 

症狀者約為 10%；從國一、國三、高二以至高三，憂鬱症狀的普遍情形分別為 62.3%、

90.0%、89.5%和 91.1%（賴慧敏等，2017），顯示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隨年齡攀升的

情形，而在國三及高三較高的原因，可能與那個時期經歷較大的課業和升學壓力有關。

上述青少年不同年齡時期的憂鬱症狀統計是以整個團體平均數來看，顯示青少年整體

而言憂鬱症狀隨年齡攀升。若以發展趨勢而言，則發現個別青少年在國一的憂鬱症狀

起始分數無法預測國二和國三憂鬱症狀分數的高低，因此顯示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

趨勢有其個別性（吳齊殷、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賴慧敏等，2017）。 

綜合上述，可知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有其長期影響，即青少年時期的憂鬱症狀

可預測成人早期的憂鬱症狀，青少年晚期的憂鬱症狀比青少年早期更能預測成人早期

的憂鬱症狀。另一方面，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有可能是非線性的（non-linear）， 

例如，青少年在一開始可能有較高的憂鬱症狀，隨後一年則降低，接着第三年有可能

又攀升。 

依附關係的定義和影響 

青少年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包括與父母關係、與同儕關係、與學校關係，都是 

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情感連結關係。本研究將以依附理論出發，說明青少年與

重要他人間情感連結對其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 

內在運作模式 

根據 Bowlby（1980）的看法，他認為依附系統是人類促進生存的天生機制，當 

個體感受威脅或遭逢壓力（例如生病、害怕、沮喪）時，這個機制便會啟動，促使 

個體尋求依附對象的安慰和保護，以獲得安全感（Cassidy, Stern, Mikulincer, Martin, & 

Shaver, 2018）。若依附對象能及時回應，個體就會獲得安全感；若依附對象不能及時

回應甚至拒絕，個體就會產生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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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依附對象反覆的互動經驗使個體逐漸形成一套內在運作模式，包含對自己、對

他人和對依附關係的看法。安全依附的人，其內在運作模式是正向的，相信自己值得

受幫助和被愛，他人會幫助自己，相信依附關係是重要的；而不安全依附的個體， 

其內在運作模式是負向的，無法相信自己值得受幫助和被愛，不確定他人是否會幫助

自己，並懷疑依附關係的重要性（Mikulincer & Shaver, 2016）。 

情緒調節 

內在運作模式不僅形成個體對自己與他人的看法，引導將來的人際互動模式，還

會影響將來個體面對壓力時的情緒表現和調節情緒的能力，例如在壓力情境時，情緒

反應是否適當，能否彈性調整情緒，不會局限於經驗特定情緒（Thompson, 1994）。 

一般而言，安全依附的個體由於過去的好經驗，因此會以依附對象為平時的安全

堡壘，壓力時的避風港（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並將其安全經驗 

內化，因此在壓力時，內化的安全感使他們更有能力調節自己的情緒，以健康方式 

因應壓力。不安全依附的個體因為過去的不安全經驗，難以視依附對象為安全堡壘 

或避風港，沒有安全的經驗內化，因此在壓力調適上會有困難（Mikulincer & Shaver, 

2016; Waters et al., 2010）。 

Mikulincer & Shaver（2016）的研究發現，安全依附的人與不安全依附的人比較起

來，前者較樂觀，面對壓力時較不會有災難式想法，對自己有信心，以更有建設性和

有效的方式調整自己的情緒，因此面對情緒時較能開放、自由表達和調整自己情緒

（Mikulincer & Shaver, 2016）。其他研究亦顯示，不安全依附個體的情緒調節能力較

差，容易有憂鬱情形（Joormann & Gotlib, 2010; Murphy & Bates, 1997）。 

綜合上述，依附經驗不僅影響個體對自己的看法，亦影響對他人的看法和將來的

人際互動模式，是個體面對壓力和調節情緒能力的重要基礎，對個人心理健康有重要

影響。 

不同類型的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 

青少年時期是學習在依賴父母與獨立自主間找到平衡的重要階段，因此雖然與 

父母的依附關係很重要，父母以外的社交接觸和情感交流亦對青少年邁向成熟是不可

或缺的社會行為（Hinde, 1974）。於此轉換階段，青少年與學校、與同儕的關係顯得

更加重要，透過與同儕的社交行為反饋和情感支持經驗的累積，發展出成人時期的 

社會行為（Allen & Tan, 2016; Zeifman & Hazan, 2008）。綜言之，父母、同儕與學校

都是影響青少年身心發展的關鍵因素。以下分別說明青少年與父母、同儕和學校的 

依附關係對其憂鬱症狀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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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依附 

雖然青少年處於獨立與依賴的重要發展時期，與父母以外的同儕依附關係漸形 

重要，但與父母的關係並不因此而不重要（Allen & Land, 1999）。如依附理論所述，

早期依附關係是個體人際關係的基石；Hirschi（1969）的社會控制理論說明當青少年

與父母的聯結愈強，對父母的意見更加重視，愈不容易有偏差行為（譚子文、張楓明，

2013b）。 

在對憂鬱症狀的影響上，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愈緊密，憂鬱症狀的程度會隨之 

下降（Boutelle et al., 2009; Gomez-Baya, Mendoza, Camacho, & de Matos, 2018）。例如，

在一項五年縱貫研究中發現，當青少年知覺父母關心他們、有困難時可以找父母時，

則五年後的憂鬱症狀愈少（Boutelle et al., 2009）。另一項荷蘭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研究

亦發現，當青少年知覺與母親關係愈親近（包括能與母親溝通、信任母親），以及 

知覺母親關心時，則兩年後的憂鬱症狀愈少（Branje et al., 2010）。其他研究都發現若

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愈親密，其憂鬱症狀有下降趨勢，自殺念頭和行為愈少（Garber, 

Robinson, & Valentiner, 1997; Hammen, Brennan, & Shih, 2004）。 

同儕依附 

當青少年覺得受同儕接納，他們愈能接納自己，與同儕的依附關係愈安全；而與

同儕的關係愈是安全依附，他們的情緒問題愈少（Millings, Buck, Montgomery, Spears,  

& Stallard, 2012）。相反，若青少年知覺與同儕的互動為負向甚至被拒絕，他們愈容易

產生憂鬱症狀及其他心理困擾（吳治勳，2003；鄭雅心，2007；羅詩婷，2015；La Greca 

& Harrison, 2005; López & Dubois, 2005; Stice, Ragan, & Randall, 2004）。另一項研究亦

顯示，當青少年與父母關係不良時，與同儕的關係便成為重要的保護因子，幫助他們

在逆境時有較好的生活適應（Oldfield et al., 2016）。 

學校依附 

青少年的認同發展亦受學校環境影響。青少年平均一天花在學校的時間至少 9 

小時，僅次於家庭，甚至有時還超過在家時間，因此青少年在學校的經驗對其身心的

影響並不亞於從家庭而來的影響（Kasen, Johnson, & Cohen,1990）。 

學校對青少年的影響可從他們對學校的依附程度來談。青少年對學校的依附程度

愈強，對學校愈有歸屬感（Ho, Schweitzer, & Khawaja, 2017; McEvoy & Welker, 2000）。

對學校歸屬感愈強的青少年，愈能從學校依附關係中獲得幫助，減緩低落等情緒症狀

（Kuperminc et al., 2001; Loukas & Robinson, 2004）。相反，若青少年對學校缺乏情感

歸屬，就不太可能接受學校的關心和意見，學校亦難發揮情感功能，協助青少年紓解



家庭與學校依附脈絡因子對台灣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之縱貫研究 141 

情緒困擾（譚子文、張楓明，2013a）。由於青少年在學校的時間長，老師比父母有 

更多機會觀察青少年各方面的表現（包括情緒困擾），亦有機會做適時介入（Engels  

et al., 2016; Roeser, Midgley, & Urdan, 1996）。Hallinan（2008）指出，教師的支持（例

如能否關心學生及一視同仁等），對學生是否喜愛學校和他們對學校的依附程度有 

密切關聯。 

從上可知，要了解青少年的發展和生活適應，得考量環境脈絡因素對他們的影響，

包括與父母、與同儕、與學校整體的依附關係。這三者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過去 

研究只會探討個別因素與青少年行為偏差或心理困擾的問題，尚未有研究同時探討 

三者對青少年憂鬱症狀長期發展的影響程度。台灣目前雖有吳齊殷、黃鈺婷（2010）、

黃鈺婷（2011）以縱貫的資料探討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趨勢與家庭、同儕、學校的

關係，但綜合來說，這幾項研究並未同時討論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學校依附對憂鬱

症狀長期發展的個別影響力。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青少年親子依附、學校依附和同儕 

依附關係，分析它們在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起始狀態和長期趨勢所扮演的角色， 

結合青少年所處環境脈絡的重要因子，了解它們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意義。 

研究方法 

研究樣本 

本研究樣本取自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TYP 以

多階層叢級抽樣方法，在台北市、新北市和宜蘭市三個縣市進行抽樣調查，第一層為

縣市，第二層為鄉鎮市區，分層後以叢級抽樣在第二層中以學校和班級為抽樣單位，

以當時國一學生（J1）與國三學生（J3）兩個世代為研究群體，進行長期的縱貫追蹤

研究（伊慶春，2014）。據此，本研究以 2002 年國三學生為起始點，持續追蹤他們 

兩年後的憂鬱症狀發展情形，亦即是分析國三（第一波）、高一（第二波）、高二 

（第三波）的 TYP 縱貫資料樣本。有效填答人數為 2,690 人，男生 1,367 人（50.8%）、

女生 1,297 人（48.2%），性別遺漏者 26 人（1.0%）。 

測量變項 

憂鬱症狀 

TYP 中憂鬱症狀的測量是參考 Derogatis（1983）的症狀檢核量表修改版（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vised）。由於第一波（國三）、第二波（高二）和第三波 

（高二）的憂鬱症狀題目數不盡相同，為確保分析資料的一致性，本研究使用三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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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測量的七題為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測量題項。題目包括「鬱卒」、「頭痛」、「孤

獨」、「失眠、不易入睡」、「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木或針刺」、「感覺身體某些 

部位虛弱」和「感覺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等七題，請受訪青少年填答過去一星期中

的憂鬱症狀程度，1 分代表「沒有」，5 分代表「有，非常嚴重」。此量表在三個測量

時間上的信度 α 值為 .79、.74 與 .71。 

依附關係 

本研究參酌譚子文、張楓明（2013a）使用 TYP 測量青少年所知覺的依附關係為 

基礎，用作測量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的理論根據，原量表以 

探索性因素分析選取題目，代表四個依附關係的構面。以下分別說明： 

1. 父親依附─父親依附共六題，例如「會注意聽爸爸的看法或想法」、「以爸爸

為榜樣」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七點量表，7 分代表「總是」，1 分代表 

「很不符合」，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與父親的依附關係程度愈高，此 

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88。 

2. 母親依附─母親依附共六題，例如「會注意聽媽媽的看法或想法」、「以媽媽

為榜樣」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七點量表，7 分代表「總是」，1 分代表 

「很不符合」，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與母親的依附關係程度愈高，此 

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86。 

3. 同儕依附─同儕依附共四題，例如「我們班的同學相親相愛，猶如一家人」、

「我不太喜歡與班上同學交往」（反向題）等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四點量表，

4 分代表「很同意」，1 分代表「很不同意」，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與 

同儕的依附關係程度愈高，此量表的信度 α 值為 .70。 

4. 學校依附─學校依附共三題，例如「我以我的學校為榮」、「我喜歡學校」等

題目，計分方式為 Likert 四點量表，4 分代表「很同意」，1 分代表「很不同意」，

整體得分愈高代表青少年知覺與學校的依附關係程度愈高，此量表的信度 α 值

為 .67。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潛在成長曲線模式（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M）探討青少年 

國三至高二共計三年間的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余民寧（2013）指出潛在成長模式是 

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的一種應用策略，可稱為全 y 模型， 

主要包含兩個潛在變項的估計：（1）截距（intercept），又稱為起始狀態（initial status），

其參數設定上會將因素負荷量固定為 1，用以呈現初始階段時 y 變項的原始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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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slope），又稱為成長速率（rate of growth），用以代表 y 變項在測量時間中的

成長值，且各測量時間點上的因素負荷量可根據不同研究假設進行參數設定，用以 

反映或假設該測量變項在時間點上的變化軌跡。另外，由於縱貫資料容易面臨資料 

遺漏的問題，本研究使用完全訊息最大概似（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為遺漏值估計的方法。FIML 相較於各種刪除法和內插法有較高的估計效能、

較低的誤差、較精確的模型拒絕率等優點（余民寧，2013；Enders & Bandalos, 2001）。 

除了青少年憂鬱症狀為使用 LGCM 的分析方法，其他各依附關係則使用基本的 

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為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s），用以探討各

依附關係對於憂鬱症狀的意義。在模式適配度方面，本研究以 RMSEA（小於 .08）、

CFI（大於 .90）、NFI（大於 .90）、IFI（大於 .90）、TLI（大於 .90）為相關判別 

指標。使用 AMOS 21.0 和 SPSS 24 進行上述研究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潛在成長模式 

為求了解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變化，本研究以未指定軌跡模型（unspecified 

trajectory model）為潛在成長模式的斜率參數設定，亦即研究者不假設憂鬱症狀發展屬

線性發展趨勢，僅設定斜率在第一個時間點和最後一個時間點的因素負荷量為 0 和 1，

第二個時間點的因素負荷量則給予自由估計（不設定）。未指定軌跡模型的意義是 

假定成長速率可能是一變動趨勢，無法由研究者事前決定其變化趨勢，需要由程式 

自由估計（Meredith & Tisak, 1990）。在模式適配方面，本研究假設三個時間點（三波）

的誤差變異數屬同質，亦即模式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余民寧，2013），LGCM 

分析結果如圖一所示。第一波、第二波和第三波的誤差變異值為 4.99，達顯著水準 

（t = 41.268, p < .001），符合模式中沒有負的誤差變異數和誤差變異達顯著的基本 

模式適配標準。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潛在成長模式整體模式適配情形如表一所示。雖然

卡方考驗顯示不適配，但卡方值易受樣本數影響，故應參酌其他指標。本模式的 

RMSEA = .071，小於 .08，屬良好適配；CFI = .97、NFI = .97、IFI = .97、TLI = .92，

皆大於 .90，符合適配。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青少年憂鬱症狀潛在成長模式

與觀察資料有不錯的適配情況，模式結果可用以探討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發展變化。 

表一顯示青少年憂鬱症狀隨時間改變的具體情形。首先，由固定效果判斷，憂鬱

症狀的截距平均數為 11.55，達顯著水準（p < .001）；斜率平均數為 –2.50，達顯著 

水準（p < .001）。這結果顯示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平均起始值為 11.55，隨後在國三至

高二期間的憂鬱症狀成長變化，是以每波平均減少 2.50 呈現逐年下降的情況。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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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青少年憂鬱情緒發展軌跡的潛在成長模式（未標準化解） 

 

 

 

 

 

 

 

 

 

 

 

 

表一：憂鬱症狀潛在成長模式的參數估計 

 估計值 標準差 t 值 

固定效果 

截距平均數 

斜率平均數 

 

11.55 

–2.50 

 

.08 

.08 

 

141.41*** 

30.43*** 

隨機效果 

截距變異數 

斜率變異數 

 

12.74 

6.66 

 

.51 

.53 

 

24.86*** 

12.59*** 

共變與相關 

共變數 

相關係數 

 

–7.87 

–.86 

 

.45 

— 

 

17.39*** 

— 

斜率因素負荷量    

λ1（第一波） 0   

λ2（第二波） .92 .02 43.13*** 

λ3（第三波） 1   

*** p < .001 

 

 

由隨機效果判斷，憂鬱症狀的截距變異數為 12.74，達顯著水準（p < .001）；斜率 

變異數為 6.66，達顯著水準（p < .001）。這結果代表青少年在國三的憂鬱症狀起始值

即有顯著的個別差異，以及國三至高二期間的憂鬱症狀成長變化情形亦存在個別 

差異。 

憂鬱症狀截距 憂鬱症狀斜率 

第一波 

憂鬱症狀 

第二波 

憂鬱症狀 

第三波 

憂鬱症狀 

–7.87 

1 
1 

1 

1 

0 

.92 

11.55, 12.74 –2.50,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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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由共變數與相關係數判斷，截距與斜率的共變數為 –7.87，且達顯著水準

（p < .001），相關係數為 –.86。這結果顯示在國三時，憂鬱症狀程度較高的青少年，

隨着時間發展，其整體的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慢；反之，國三時憂鬱症狀程度較低的

青少年，在隨後的時間內憂鬱症狀成長速率較快。具體來說，這結果可能受極高效應

（ceiling effect）所致，亦即原先憂鬱症狀程度較低者，有較高的憂鬱成長幅度，故 

國三時低憂鬱症狀的青少年在升上高中後，其憂鬱症狀成長速率會高於當時高憂鬱 

症狀的青少年。 

最後，由斜率因素負荷量判斷，本研究以未指定軌跡模型使程式自由估計第二波

（高一）的斜率，結果顯示三年的成長速率分別為 0、.92、1，且第二波數值達顯著 

水準（p < .001）。這結果代表青少年的憂鬱症狀在第二波（高一）時急遽成長，持續

上升至第三波（高二）。 

青少年的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發展軌跡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青少年知覺到的不同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關係，

在潛在成長模式中加入預測變項，以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預測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截距和斜率，結果如圖二所示。 

結果顯示，在青少年與父母親的依附關係上，父親依附對憂鬱症狀截距的結構 

係數為 –.11，達顯著水準（p < .05）；父親依附對憂鬱症狀斜率的結構係數為 –.03，

未達顯著水準（p > .05）。顯示父親依附可降低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但卻對

青少年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沒有影響。母親依附對憂鬱症狀截距的結構係數為 .06， 

未達顯著水準（p > .05）；母親依附對憂鬱症狀斜率的結構係數為 .05，未達顯著水準

（p > .05）。顯示母親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和成長速率皆無顯著影響。 

另一方面，在青少年與同儕的依附關係上，同儕依附對憂鬱症狀截距的結構係數

為 –.13，達顯著水準（p < .01）；同儕依附對憂鬱症狀斜率的結構係數為 .12，達顯著

水準（p < .01）。顯示同儕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有負向影響，亦即 

同儕依附愈高者，其國三時的憂鬱症狀程度愈低。但是，同儕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 

症狀的成長速率卻有正向影響，代表國三時同儕依附程度愈高者，在進入高中直到 

高二為止，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較高。 

最後，在青少年的學校依附上，學校依附對憂鬱症狀截距的結構係數為 –.14， 

達顯著水準（p < .001）；學校依附對憂鬱症狀斜率的結構係數為 .13，達顯著水準 

（p < .01）。顯示學校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初始狀態有負向影響，亦即學校 

依附愈高者，其國三時的憂鬱症狀程度愈低。可是，學校依附對於青少年憂鬱症狀的

成長速率卻有正向影響，代表國三時學校依附程度愈高的青少年，日後憂鬱症狀的 

成長速率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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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青少年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結構模式（標準化解） 

 

 

 

 

 

 

 

 

 

 

 

 

 

 

 

 

* p < .05, ** p < .01, *** p < .001 

討論與建議 

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概況 

本研究以潛在成長模式分析青少年從國三至高二憂鬱症狀發展的起始狀態和長期

變化軌跡，並探討父親依附、母親依附、同儕依附、學校依附對其憂鬱症狀發展的 

趨勢影響。 

在憂鬱症狀初始狀態上，研究結果顯現青少年憂鬱症狀有個別差異。在憂鬱症狀

發展軌跡上，憂鬱症狀發展有逐年下降趨勢，亦即國三時期憂鬱症狀程度最高，至 

高一、高二逐年遞減。究其原因應與國三正值會考準備時期，課業壓力最大，憂鬱 

症狀程度較高；進入高一，課業壓力減緩，但面臨轉換新學校適應期，因此憂鬱症狀

程度次之；高二則已適應學校生活，因此憂鬱症狀程度下降。 

青少年憂鬱症狀與父親依附、母親依附的關係 

在父母親依附上，本研究結果發現，國三時期與父親依附關係愈好的青少年，其

憂鬱症狀截距 

憂鬱症狀斜率 

父親依附 

母親依附 

同儕依附 

學校依附 

–.11* 

–.03 

.06 

.05 

–.13** 

.12**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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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狀程度愈低，而國三時期與母親依附關係的好壞卻與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程度 

沒有關聯。 

從國三至高二的憂鬱症狀發展趨勢上，父親依附與母親依附皆對青少年憂鬱症狀

發展的長期趨勢沒有影響。這樣的結果部分證實親子依附關係良好對青少年的情緒 

健康有幫助，但僅限於父親依附在青少年國三起始狀態時期。可能的原因是國三時期

青少年正值準備會考時期，學業是主要的壓力來源，而父親對孩子的幫助常與孩子的

問題解決或生涯目標與成就有關（Cooper, 2009; Forehand, Long, Brody, & Fauber,  

1986），因此本研究的發現可能與父親對孩子學業投入程度有關。至於與母親依附的

結果，則與過去研究結果不一致。由於多數母親是家中主要照顧者，因此對孩子的 

生活起居照料和情緒照顧的機會比父親更多（Dubas & Gerris, 2002），因此過去研究

大多得出青少年與母親的依附關係對他們的身心健康有影響，但本研究並未發現類似

結果。可能原因是母親依附在青少年時期的影響力並不如想像般大，其他依附關係的

重要性可能大於母親依附關係，亦即在納入父親依附、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後，母親

依附的影響程度受到削弱，顯示在青少年時期，其他依附關係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 

程度有更明顯的影響。 

青少年憂鬱症狀與同儕依附、學校依附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同儕依附與學校依附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的起始狀態和長期

趨勢有顯著影響。在起始狀態部分，同儕和學校依附愈高的青少年，國三時期的憂鬱

症狀愈少。在長期趨勢部分，青少年同儕或學校依附愈高者，其憂鬱症狀發展的長期

趨勢反而愈嚴重。若將此結果與父母親依附結果結合來看，可見青少年階段學校和 

同儕的影響力勝過父母的影響力，符合青少年階段自我認同的重要來源是同儕認同和

學校表現（Harter, 1993），突顯同儕和學校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程度。 

這結果指出，原本在國中時期同儕、學校依附程度較高的青少年，在進入高中後

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反而高於原先依附程度較低者，暗示青少年「依附關係」和「心

理調適」的微妙互動。亦即是說，原先在國三階段時，同儕依附、學校依附程度較高

的學生，在未來進入高中後，反而需要較多心理調適以因應原先國中時期已建立的 

高度依附關係，出現憂鬱症狀程度較高的負面心理狀態。 

綜合來說，在各項依附關係中，以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對青少年憂鬱症狀較有 

影響力，能同時影響憂鬱症狀起始狀態和成長速率，而父親依附只能影響憂鬱症狀的

起始狀態，母親依附則對憂鬱症狀沒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發現，父親依附、母親依附與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關係不如同儕依附和學校

依附來得高，這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青少年在國中、高中轉銜時期，學校脈絡的

影響程度可能高於家庭環境，亦即青少年的同儕關係和青少年對學校的整體感受，對



148 劉宗幸、江守峻 

其心理健康的影響程度大於與父母親的依附關係，突顯出學校脈絡因子對於青少年 

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性；其二，過去多數研究是以一個時間點上的橫斷面研究設計 

進行，探討依附關係與憂鬱、自尊或焦慮等心理健康的關係（陳金定、劉焜輝，2003；

歐陽儀、吳麗娟、林世華，2006；譚子文、張楓明，2013a）。不過，本研究以縱貫式

分析設計檢視依附關係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研究設計將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發展變化納入考量，分析結果更能掌握預測關係的解釋能力，於是與過往文獻

結果有所不同。 

對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建議 

1. 本研究發現父親依附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影響，母親依附反而沒有影響，因此

建議家長們（特別是父親）花更多時間陪伴青少年，了解他們生活中的壓力， 

適時給予情緒支持，提供因應策略，協助他們適應。另外，雖然母親依附在青少

年這時期沒有顯著影響，母親依然扮演青少年情緒支持的重要角色，父母親可以

學習與青少年互動時，在課業或人際上提供自身經驗，給予具體建議，使青少年

有所依循，獲得實際幫助。 

2. 在同儕依附方面，本研究發現同儕依附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有顯著影響，因此 

建議父母能多鼓勵子女與朋友相處，增進孩子與朋友建立良好依附關係。父母亦

能多與孩子討論人際交流技巧，提供建議。在學校方面，學校人員能多創造促進

學生交流的活動，例如建立不同年級間的家族制度、辦理家族聚會，使學生有 

機會與其他人交流，增進同儕依附。老師設計課程時，亦可以活動方式增進學生

交流，例如採用小組合作競賽方式完成作業，使同組學生間產生連結、情感依附。

輔導教師在輔導活動科時，可以在每堂課結束前設計小組談心時間，使同學有 

情感交流機會。其他如家政與童軍課程，可在設計課程中透過合作方式，提升 

互動與交流。 

3.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學校依附對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發展有影響，因此建議國中、 

高中單位創造友善、支持和安全的學校氣氛與歸屬，對學生秉持鼓勵、關心的 

態度，以增進學生對學校的依附關係。教師對待學生時以尊重為原則，時常關心

學生的學習狀況和生活適應，增加學生在班級上的認同，使學生感受到學校環境

是值得信賴和投入的場域。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因研究樣本是 2002 年至 2004 年的資料，距今已超過 15 年，因此研究結果

或許不能完全代表當前台灣國三至高二的青少年。但 TYP 資料庫仍是台灣相當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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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縱貫發展的長期資料庫，因此其研究結果仍具一定代表性，可反映台灣青少年

不同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長期發展的關聯。其次，本研究以縱貫方式探討父母依附、

同儕依附和學校依附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但還有其他重要的依附關係沒有納入

討論，例如手足依附關係、家外成人依附關係，而這些依附關係可能對青少年的憂鬱

症狀佔有相當角色，因此未來可以研究這些不同依附關係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 

程度。第三，本研究探討一般社區青少年樣本的憂鬱症狀表現，樣本數雖有代表性，

但樣本來源只是一般青少年，而非臨床樣本，因此將來研究可納入青少年憂鬱症狀 

達臨床表現的樣本，比較父母依附、同儕依附、學校依附對一般樣本和臨床樣本的 

憂鬱症狀影響趨勢和程度。第四、本研究並未探討性別在不同依附關係與憂鬱症狀 

發展的差異，而過去研究發現，青少年中後期（15 至 18 歲）憂鬱症狀的程度有明顯

差異（Hankin et al., 1998），因此後續研究可再檢驗性別差異，並深入了解男女憂鬱 

症狀差異的可能原因及預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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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ngitudinal Study on Family and School Attachment Factors on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Tsung-Hsing LIU & Shou-Chun CH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a) establish model of the trajectory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time with th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b) identify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on chang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Research data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The participants were 2,690 9th, 10th and 11th grade 

students in three waves (2002, 2003, and 2004).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there we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initial status and 

trajectory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b) the changing rate of trajec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slower in adolescents of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at 9th grade 

compared to those of less severe symptoms at 9th grade; (c) there was an elevat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from 10th grade to 11th grade; (d) adolescents’ attachment with peers 

and school were more influential than attachment with parents in regard to the initial status and 

changing trajectory of their depressive symptoms; (e) father attachment only impacted the initial 

status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while mother attachment showe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both the initial status and changing trajectory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vided. 

Keywords: adolescent;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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